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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议题 

瘟疫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赵士林 

 

一 

如果说 2003年的非典，还只是瘟疫露一次脸，热一热身，那么 2020年的新冠，就已经

是瘟疫横冲直撞地正式登场了。迄今为止，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导致逾 2300 万人患病，逾

80万人罹难（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患病数字和死亡数字每天都在大幅提升）。 

人们很可能列举历史上的大瘟疫，例如中国汉末的“伤寒”、明末的“鼠疫”，清后期的

“鼠疫”，世界上欧洲十四世纪的“鼠疫”，美洲十六世纪的“天花”，二十世纪初的“西班

牙大流感”，等等，这些大瘟疫均夺去了数千万甚至上亿人的生命。和这些大瘟疫相比，今

次新冠疫情还是小巫见大巫。但要注意的是，且不谈新冠疫情还是进行时，结果如何还很难

逆料；也不谈新冠疫情发生在人类已经战胜鼠疫、天花等凶猛流行病，高科技凯歌行进、人

均寿命和生命质量都空前提高的时代，新冠疫情对人类不啻于提出了一个更严峻的新挑战，

对乐观的“文明进步论”者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仅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如果说以往的

瘟疫对我们来说只是历史，只是故事，只是数字，那么今天的瘟疫，则让我们身临其境，真

切地感受到瘟疫是什么意思。以往瘟疫中的“他在”，变成了“此在”；“他们”变成了“我

们”。我们喜欢谈论世界末日，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关痛痒地谈论，是在谈论着一件和自

己无关的事情，是在谈论着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但今次瘟疫，却让我们恐怖地看到世界末

日的阴影。 

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痛切地思考，瘟疫对于人类命运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人说，瘟疫创造历史，决定人类命运。似乎不无道理。例如，公元前 429年，就在民

主的雅典和独裁的斯巴达决战、雅典即将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雅典主帅、伟大的政

治家伯利克里被瘟疫夺去了性命，雅典民主制从此衰落。以斯巴达为首的军事独裁联盟统治

希腊，窒息了希腊的繁荣。 

    再如，公元 180年，率领大军攻击北方蛮族日耳曼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就在即将

战胜日耳曼的时刻死于瘟疫，主帅病殁，大军只好班师回朝。留下日耳曼这个后患，竟然灭

了罗马帝国。 

    还有，公元六世纪的东罗马帝国瘟疫，摧毁了查士丁尼皇帝的统一梦，此后东罗马帝国

一蹶不振，终于被伊斯兰吞噬。公元十四世纪爆发于意大利迅即蔓延于整个欧洲的“黑死病”，

动摇了教会的权威，为文艺复兴创造了前提。公元 1917 年的伤寒瘟疫夺走了俄国军队的战

斗力，埋葬了沙俄帝国。等等，等等。 

当然，对上述案例的“瘟疫决定论”的解释，已经遭到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但是瘟疫

对于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特别是对于人类在特定时空中的特定命运，确乎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从另一个维度看，所谓“祸不单行”，所有的瘟疫差不多都是天灾再加人祸，人类对

瘟疫的伤害仿佛犹嫌不足，更给瘟疫加上种种人类特有的毒素，加倍残害自己。所谓“天作

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修昔底德、薄伽丘、狄更斯、杰克·伦敦、加缪、笛福，……差不多所有伟大作家在记

录瘟疫时都揭露了瘟疫中人性劣根性的膨胀，迷信、自私、残忍、贪婪和瘟疫联手加害人类。 

新冠疫情以来，仿佛觉得此伏彼起的疫情对人类的伤害还不够惨烈，政客们热衷于借题

发挥，甩锅大战；意识形态之争，社会制度之辩，乃至所有传统的国家矛盾、政治斗争都

借疫情白热化。极权借瘟疫获得似乎更合乎情理的动力，因疫情而显得格外重要的全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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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反而被去全球化削弱。世界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的关系陷入冰点，重要的诱因之一就是

围绕冠状病毒产生的分歧和对立。 

历史上，瘟疫与战争总是如影随形。今天，会爆发一场“冠状病毒战争”吗？ 

我想起了《圣经》预言的最后的审判。德国伟大画家丢勒的版画《启示录四天使》中所

描绘的场景：在最后的日子，执行最后审判的四位天使，瘟疫、战争、饥荒、死亡，同时降

临。 

 

二 

姑且搁置人类自身劣根性的影响，仅从自然力的角度考察，完全有理由设想，也绝不是

危言耸听，如果今次新冠病毒的毒性再高百倍，传染性再凶猛百倍，人类现有的防控措施均

无效果，现有的科技水平束手无策，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人类的灭亡。 

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很难接受人类灭亡的预测。但是从宇宙的角度，从自然的角

度看呢，那就真如同苏东坡所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人生天地间，不过就像

水面上的一个小飞虫，就像大海中的一粒小米呀！如此脆弱渺小的人类，若宇宙间之尘埃，

生灭兴亡，简直就是悄无声息。从宇宙史的角度看，人类的诞生本是宇宙间十分偶然的小概

率事件，是一个生物学“奇迹”，需要那么多的“恰到好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每一次

“失衡”，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如果条件具备，人类的灭亡，也是分分秒秒的事。 

宏观世界的威胁，我们都十分熟悉。人类从诞生开始就经受着台风、地震、火山爆发的

蹂躏，一次蹂躏就往往夺去一个部族的生命，夺去一座城市的文明。是的，人类试图通过科

技进步摆脱宏观世界的威胁。例如我们已经能够通过海洋天气预报预防台风的灾害，但科技

如此发达了，我们还是拿地震没办法。所有的大地震，都是大地一哆嗦，千万人瞬间就蒸发

了。好吧，我们姑且乐观地预测，通过科学家的努力，再过几十年，人类终将能够准确地预

测地震，从而大大减少地震造成的伤亡。但是，地震我们能够准确预测了，还有小行星撞地

球哪！小行星撞地球的可怕在于我们能够准确预测却没有办法预防。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知

道小行星哪年哪月哪时撞过来，但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它撞过来。这岂不更可怕？地球总

共有四十多亿年历史，其间已经经历了五次毁灭性的撞击。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六千五百万年

前，在那次撞击中，地球上连同恐龙在内的 75%的生灵瞬间毁灭了。而据天文学家宣布，地

球现在又正式进入了一个撞击周期。撞上地球就至少能够毁灭一个大城市的小行星，比我们

肉眼看到的繁星还要多。天文学家们一天 24小时紧张地盯着外星空。他们说了一句话：“我

们只拥有一次机会。”这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只要一次我们对付不了，地球就玩儿完了。科

学家在想尽办法对付小行星撞地球：用原子弹轰击，用太阳能辐射，…… 

我们姑且还乐观地预测，人类的科技终将战胜小行星，有效地预防小行星撞地球。但是

小行星被战胜了，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还要毁灭哪！面对宇宙的毁灭，人类怎么办？

科学又有什么办法？太阳终有一天不再升起，这是科学告诉我们的冷酷事实。太阳死了，人

类还能活吗？当然，这个行程可能非常遥远，以至于有人要说我是杞人忧天。但是从宇宙的

进程来看，这是总要发生的事。人类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科学的努力也注定是悲剧性的。 

    宏观世界的威胁是这样恐怖，微观世界的威胁甚至更加恐怖，那来无影去无踪的病毒、

细菌、微生物制造的瘟疫都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不知不觉间突然降临，令人类遭遇灭顶之灾。

年初时，有谁能想到，新冠病毒会如此凶猛，肆虐整个地球？在高科技、医药学高度发达的

今天，每天数十万人感染，每天数万人被夺去生命？更可怕的是，瘟疫造成的人间惨剧，不

是让你痛快了断，而是让你在极端的折磨与痛苦中步入绝望，被拖向生命的终点。看希腊史

学家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描述：“身强体健的人们突然被剧烈的高烧所袭击，眼睛发红仿

佛喷射出火焰，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并散发出不自然的恶臭，伴随呕吐和腹泻而来的是可怕

的干渴，这时患病者的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触碰，有些病人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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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的人尸

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城市，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惨状。新冠病毒的罹难者，都是在极度痛苦

的窒息中死去。种种人道灾难，在 21世纪的文明世界，显得更加刺眼。 

如果说地震、火山、小行星撞地球、宇宙毁灭对于人类的伤害还是偶发的，遥远的，可

以预知的。那么瘟疫对人类的伤害却是随机的、不期而遇的、如影随形的。 

 

三 

面对瘟疫，面对生命的无常，宿命的悲剧，人类怎么办？古往今来，人类想了很多办法，

来应对、来解脱灾难左右的悲剧命运。  

    解脱的方案林林总总，大致不外两种：世俗的与宗教的。 

世俗的解脱方案可以宗教性不那么强烈的中国文化为代表。所谓世俗的方案，就是此生

此世的方案，也就是人间世界的方案，用佛家的术语讲，就是此岸的方案。它又大致可以分

为两个类型：一是审美境界，二是道德境界。 

审美境界是人类亲和自然、融入宇宙的追求。古往今来，中国人用审美的眼光看宇宙，

中国文化从来不把宇宙看成冷冰冰的物理空间；在中国人看来，宇宙是生命的鼓动，是情趣

的流荡，是严整的秩序，是圆满的和谐。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宇宙观，对环绕着人类的大

自然始终抱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亲和感、归宿感和家园感。所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

上下谓之宇”。中国古人眼里的宇宙，是一个亲切的，充满了人情味的宇宙，是一个流动的，

跳荡着韵律的宇宙，是一个动静统一，虚实相生的宇宙，是一个美的宇宙。把宇宙万物看成

心心相印的朋友，把大自然看成生我养我的温暖多情的家园。 

总之，人是在亲和自然、融入宇宙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审美情怀中，在一种“天地与

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憧憬中，超越此生，克服畏惧，实现永恒。 

你看苏东坡的追求：“须将幕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你看辛弃疾的情怀：“我见

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李太白喝酒没伴儿了，还要约上空中的明月，再加上自

己的影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何等美妙多情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世界，你可以忘却宇宙的毁灭，忘却瘟疫的可怕。但审美的宇宙观局限

于此生此世此岸，是一个世界的宇宙观，一个世界的宇宙观不能彻底解决人生的灾难，更不

能战胜死亡的恐惧。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要毁灭的。 

道德境界是小我献身大我、个体投入群体的追求。从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

人之徒与而谁与”到胡适的小我投入大我的不朽观，都是在伦理诉求、道德境界中实现不朽。

就是说，战胜生命的无常，实现不朽，不在神的怀抱里，不在天国，都是人间事。 

肉体的不朽靠传宗接代，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情，重视家族关系。强调“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说起来，中国人格外重视生男孩，和这个传宗接代都有关系。古代社会，

只有男孩才列入排行，女孩是不能排行的。孔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因此文化大革命中骂他

是“孔老二”。他本来有九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但是都不算数。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尽

管是残废，也算数。因此他的字叫“仲尼”。这当然是重男轻女，但是为什么有这个重男轻

女？除了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之外，还有文化原因。对于中国人来说，他认为只有男孩才能

传宗接代，女孩出嫁后就不是你家的了。这个看法说起来好像很荒唐，但是它却获得了现代

科学的“证实”。现代遗传学已经破译了人体基因密码，也就是二十三对半染色体。生男孩

和生女孩的奥秘被揭开了，在遗传学的层面上得到解释。原来，男性精子的染色体是 X和 Y，

女性卵子的染色体是 X和 X。男性的 X和女性的 X 结合，就生女孩。男性的 Y和女性的 X结

合，就生男孩。这个 Y 非常重要。如果不发生基因突变，一个家族始终有男孩传下来，那么

这个 Y也就传下来。这个 Y真的就是这个家族的不变的骨血。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孩传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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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说法真的有道理。当然，讲这个道理不是让你去重男轻女。 

肉体上的不朽靠传宗接代，精神上的不朽呢？那就是著名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显然，三不朽都是人间的事。中国人就是在这人间的一个世界中寻找人生意义，创造

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不朽。 

为了渲染这种不朽，儒家甚至将其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仁，天心也”，仁，就是宇宙

的心。宇宙真的是大爱无边。于是，“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为

一体”，在一种道德性的天人合一中实现永恒。 

宋代大儒张载有名的“四句教”，概括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1
 

这个四句教，寄托着儒家的人生理想。 

中国人就是这样，以一种实用的智慧执着人生，热爱人生。就像李泽厚师所说：四大

非空，一切如实，宇宙皆有情，万物都盎然生意。何必玩世逍遥？何必诅咒不已？执着（体

验）而又超脱它（领悟），不更好么？ 这就是生命的故园情意，同时也就是儒家的“立命”

“生命多么美好，自然如此美妙，天地何等仁慈！那么，又何必去追求虚无，讲究寂灭，舍

弃生命，颂扬苦痛，皈依上帝呢？就好好地活在世界上吧！”
2
 

存，吾顺事， 

殁，吾宁也。
3
 

张载的名言，道出了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生死观。    

这种中国式的生死观乃至不朽追求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并不因为人生痛苦而否弃人

生，它并不企盼人生之外的灵魂超度，它就在这个具体现实的人生——此生中培育一种道德

化或超道德的灵魂——至真至善从而归于至乐的人格理想。另一方面，由于它所肯定、瞩望

的道德灵魂、人格理想是一种纯然的此生的精神境界，仅靠这种此生的精神境界来忘怀、消

弭人生痛苦，解脱死亡恐惧，实现不朽就不能不具有某种虚幻性甚至欺骗性。 

因为，道德的精神境界作为此生此世此岸的诉求，同样不能超越一个世界的局限。不管

有多少“其身殁焉，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的议论，都不能摆脱一个世界的根本羁绊。“四

句教”尽管极有气魄，但立足于天地间的万世，仍不出一个世界，仍没有超越历史，仍被范

围于人类。以历史的群体的永恒来宽慰无济于事，因为历史群体也是要毁灭的。此外，这种

道德论立足于圣人世界，非凡人所能企及，也就不能普遍地解决一个世界、一个历史、一个

人生的根本忧惧。 

                                  

四 

追求不朽、实现永恒其实是一个超越问题，超越死亡的恐惧、超越宿命的悲剧、超越人

生一次性的问题。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都是此生此世的追求。无论亲和自然投入宇宙的审美

追求，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德追求，由于不具两个世界的背景，都不是指

向另一个世界的“外向性”的超越追求。但这不是说中国文化没有超越追求，在此生此世中，

仍有一种所谓“内向性”的超越追求，李泽厚师、余英时教授等析之甚详。 

在某种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合一的追求中，形成了中国人的超越感。我曾经在一篇讨论

 
1 《张子全集·近思录》 
2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7 页。 
3 张载：《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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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文章中从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入手阐释过这个问题。 

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聚焦于两大问题。一是执着此生，一是选择此生。 

如果说执著此生还只是肯定人必须活着，那么选择此生则提出：人应怎样活着？在这个

问题上，固然可见出传统文化不同形态的不同观念，如道家更重自然生命，儒家更重伦理生

命，但就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来说，无论儒道都追求一种现世人生中超越的精神价值，而不是

留驻于现世人生中的自然感性层面。它们并不宗教式地否弃人的自然感性欲求，但它们经常

强调的是“节欲”，是欲的满足的合理化，并且就是在这种强调中，淡化欲、突出理。在欲

和理的关系中，欲永远处于被支配、被规范的从属地位。可以为理牺牲欲，却决不能为欲牺

牲理。欲虽然没有被简单地否弃，但它却永远也不会是人的本体存在，永远也不会是人生目

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欲的存在正是为了被超越，为了走向理，在所谓即自然而超自然、即

感性而超感性的此生的生命活动中，重心却是放在“超”上。因此，一方面是对感性生命活

动的充分关注，这毕竟是超越的起点、超越的前提，它决定了中国人的多情；另一方面，就

在这感性生命活动中追求一种抽象永恒的精神价值、精神境界（“道”），它决定了中国人多

情但却从情到理，而非从情到欲。 

肯定此生的感性生命又要从中寻求超越，这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

值取向最终导向一种人格理想，对这种人格理想的坚定信念和不渝追求，使得中国人摒绝了

神秘主义、纵欲主义、宗教迷狂等悲观的非理性维度的人生态度，而是始终对人生采取了一

种乐观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态度在面对现实苦难人生痛苦时表现得尤为鲜

明。 

为了深入认识中国人面对人生痛苦的乐观的理性主义态度，不妨以西方人对人生痛苦的

理解作一比照。西方文化对人生痛苦作出最深刻的表述与论析的莫过于叔本华哲学。我们知

道，叔本华所理解的人生痛苦具有本体论性质——世界的本体存在是生命意志，生命意志的

本质就是痛苦，因此他说：“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 

中国人对人生痛苦的理解却与此大异其趣。他们并不认为痛苦是人生历来如此、永远如

此的必然本质。他们并不把人生痛苦归结为人的本体存在，而是归结为“人心不古”（这个

“古”在儒家看来是尧舜时代，在道家看来是更早的原始时代）。因此，面对人生痛苦，两

者态度迥然相异。从叔本华对人生痛苦的理解出发，必然走向灭绝生命意志的彻底的悲观主

义；从中国人对人生痛苦的理解出发，则可以走向某种社会理想、归根结底又是人格理想的

追求。这种人格理想是至人、真人、神人（道家），是志士、仁人、圣贤（儒家），他们归根

结底又是所谓“道”的体现、化身、象征。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仁者不忧”“朝闻道，

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能够得“道”，即便“饭疏食

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儒家）；如果能够得“道”，甚至“大泽焚而不能热，

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道家）。在这样的人生境界中，任何痛苦当

然都已荡然无存。 

尽管儒道二家对“道”的理解很不相同，但它们都无限向往地追求一个“道”，而不像

叔本华那样充满痛苦地灭绝一个“道”（生命意志）；它们都把“道”这个宇宙本体作为人生

的神圣依据，而不像叔本华那样把“生命意志”这个宇宙本体作为人生的痛苦之源；它们都

是在对人生的肯定中解脱人生痛苦，而不像叔本华那样在对人生的否定中解脱人生痛苦。儒

家的“自强不息”“乐天知命”自不待说，就是在道家激烈批判否定社会现实的愤世嫉俗中，

也处处流露出对理想人生的执著、憧憬。请看庄子那“死”的美丽颂歌——“死，无君于上，

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这与其说是提倡

一种宗教式的死的寂灭解脱，还不如说是高扬一种审美式的人生自由境界，在痛苦的人生中

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走向一种既现实又超现实的审美超越。这种审美超越不是叔本华式

的暂时安慰，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目的。因此，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归根结底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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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人生有望的乐观主义。 

总之，我们讲中国文化性格关注一个世界、一个人生，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超越的追求，

不是说中国人没有价值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别，但中国人的超越追求也紧扣这个现实世界，

这和西方文化就大不一样，恰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西方哲学上本体界与现象界之分，宗

教上天国与人间之分，社会思想上乌托邦与现实之分，在中国传统中虽然也可以找得到踪迹，

但毕竟不占主导的地位。中国的两个世界则是互相交涉，离中有合，合中有离的。而离或合

的程度则又视个人而异。我们如果用‘道’来代表理想的世界，把人伦日用来代表现实的人

间世界，那么‘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人伦日用也不能须臾离‘道’的。” 

但是，如前所述，以世俗的审美方案和道德方案或二者合一的精神境界建诸于终将毁灭

的此世此生此岸，用这种精神境界来摆脱人生悲剧命运，归根结底是一种暂时的虚幻的慰安，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古往今来，中文世界充满了人生苦短的悲叹。“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五 

宗教的方案可以有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佛教的……尽管多种多样，但都以两个世界

的宇宙观为基石。如果你是虔诚的宗教徒，就能摆脱死亡的恐惧。因为在宗教徒看来，这个

世界本来是暂时的、虚幻的、充满缺陷的。另一个世界，也就是神的世界，才是永恒的、真

实的、完美的。蒂利希讲宗教是一种“终极眷注”。人类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终极问题就是

死亡问题。终极眷注其实就是对生死问题的眷注，对超越死亡实现不朽的向往（当然，蒂利

希自己的诠释并非如此）。这种眷注、这种向往只能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神的世界。在对另

一个世界的向往中，在神的眷顾中，就能超越人生的一次性、有限性，进入永恒，实现不朽，

从而战胜人生的悲剧命运。 

“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信道而且行善者，将蒙主的允许而进入那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中”。 

对神的信仰，不仅是此岸的代代相传，而且是彼岸的无穷延续。因此，他可以超越短暂

的此生，实现不朽的永生。 

在神的光芒中，所有的瘟疫、所有的灾难都化为乌有。神是超宇宙的，因此宇宙可以毁

灭，人却可以永生。 

有人会说，你说中国人内向性的超越追求、此生此世的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乃至二者合

一的境界是虚幻的，宗教的许诺又何尝不是虚幻的呢？ 

问题还是在于超越的追求、永恒的安顿指向此岸还是彼岸。如果是此生此世此岸，一个

世界一个宇宙，当我们确知这个宇宙是要毁灭时，那么建诸于这个宇宙的一切追求、超越、

信仰都会化为乌有。如果是彼生彼世彼岸，另一个世界，那么神的永恒就保证了人的永恒。 

有人或许会问，中国传统也不是没有宗教啊！为什么中国的宗教不能承担你所谓宗教解

脱的使命呢？ 

中国有没有宗教呢？中国当然有宗教。我们自己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并且外面来了什

么宗教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中国人尽管对宗教十分包容，他对宗教的态度却是人间的、实

用的，或者说功利的。例如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就是一种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

它的得道成仙，它的神仙世界，并不在另外一个天国，它就是能够永远常驻的理想化的人间

世界。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适如李泽厚师所指出：“中国的实用理性使人们较

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的‘天国’；从幻想成仙到求神拜佛，都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

间的幸福和快乐。人们经常感慨的倒是‘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生未卜此生休’、‘又只

恐流年暗中偷换’……；总之非常执著于此生此世的现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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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教态度有两重性。正面的效应是，我们没有宗教发达国家常有的那种宗教迷

狂，宗教极端主义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中国人的善于调适的“非宗教

文化心态”“好讲情理的民风”是和合人际的重要文化润滑剂，而本来是为了团结凝聚群

体的宗教却往往造成社会的人群分裂，如基督教世界的诸多宗派，如最重宗教的印度的社

会分裂。 

我们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怎么为了宗教信仰还能发动战争？就像西方人也无

论如何不能理解：我们一个人怎么还能信好几个神？ 

宗教心态实用化的负面效应是，由于缺乏虔诚强烈执着纯净的宗教信仰，我们往往就

缺乏对神圣事物的敬畏心和庄严感，缺乏只有宗教才能带来的文化深度。 

面对种种指向宗教的质疑，应该提醒的是，天国遵循的不是我们这个宇宙的逻辑，因此

用这个宇宙的思维去寻找天国，注定落空。爱因斯坦不信上帝，霍金也摧毁了在宇宙中寻找

上帝的努力。但上帝之城不靠这个宇宙的思维来定位。彼岸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是此岸的

娑婆世界。还是要回到康德。当你用理性来思考神，追寻神的世界，你一开始就已经南辕北

辙。今天很多宗教宣讲竭力用量子力学来论证神的世界的存在，其实是自蹈陷阱。神的世界

是“不可知”的，是不能用理性通过科学思考来探求的。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的真实

性、无可怀疑性。 

 

六 

    以强烈宗教信仰为精神传统的西方社会，当然也有对俗世生命短暂、人生一次性的感慨。 

古希腊有个耐人寻味的神话：太阳神阿波罗和牧羊人伊达斯都看中了少女玛尔珀萨。两

位争得不可开交，就来到众神之王朱庇特面前，请他裁决。朱庇特说：“还是让这位少女自

己来选择吧！”少女选择了谁？她没有选择英俊的太阳神阿波罗，而是选择了放羊的凡人伊

达斯。她为什么这样选择？请听她的理由：阿波罗是神，神是超越时间的，不死的，他会永

远这样年轻，而我呢，总有一天会变成个老太太。那时候还怎样和他在一起？我不如嫁个凡

人，和他一起慢慢变老吧！ 

不朽属于神，人注定要走向衰老，走向死亡。 

因此大文豪歌德感慨：“岁月给我们送来了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有一天他不送了，他

给我们带走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尽管也有不尽的忧伤和感慨，但是死亡问题对于虔诚的宗教徒是一个多少已经解决了的

问题。前面说过，他将在另外一个超越的世界，在天国获得永生。任何宗教的重要功能都是

解决死亡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终极眷注”，对人生最后一个问题的眷注。 人生最后一个问

题就是死亡。宗教通过天国的设定，解除信徒的死亡恐惧，让他们相信死后有一个美好的永

恒的世界等待着他，信上帝，就意味着不朽。 

当然，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标志着西方世界的宗教建构已经受到根本质疑和强烈颠

覆。现代世界的世俗化，导致心理医生代替牧师。尽管去教堂行礼如仪，但虔诚性已可怀疑。

种种神学适应世俗世界的努力（解放神学、自由神学等等），其实都是宗教向世俗投降。 

但是，在世俗世界的家园里，人生一次性的阴影毕竟挥之不去。被这种阴影笼罩的人生

毕竟充满惶惑。俗世的生存必然质疑俗世，而超越生存指向世俗之外。 

蒂利希在他的《存在的勇气》中说：“当海德格尔谈到人对自己死亡的预见时，他关心

的不是生命不朽，而是这种预见对人的处境意味着什么。当克尔凯郭尔讨论罪过问题时，感

动着他的并不是罪过和宽恕的神学问题，而是在考虑到个人罪过的情况下人的生存有这种可

能性的问题” 

然而，生存论的讨论也必然指向生存的归宿。生命的尽头，生存意味着什么？宿命的虚

无？无尽的深渊？“杳杳即长暮”？如果不想陷入绝望，还是要超越此生，瞩望永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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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还是走向神学，走向上帝。 

他说：哲学的起点是人，终点是上帝，将人生的道路称为“天路的历程”。这个历程从

感性存在、理性存在到宗教存在——一种祈祷和爱的生活，是对神的自觉和崇敬，从而使精

神有所寄托的存在。 

天路是此生的终点，是永生的起点。 

宗教的回归，是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哲学，但必须落实到宗教体验，落实到

宗教信仰的虔诚。同时要远离迷狂、偏执、巫术、愚昧。 

落实到宗教体验，关键在于要有虔诚的宗教情怀，就是说，要真的信，毫不怀疑地信。

基督教讲生命的三大支柱：信、望、爱，头一条就是信。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将人交付给

神，人类的命运才能超越其悲剧性，投身神圣，进入永恒。 

由于只有神的国才能令人类从根本上摆脱悲剧命运，因此强烈批判教会腐败，沉重打击

了宗教信仰的伏尔泰都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 

 

2020年 9月 2日于加拿大温哥华 

 

 

 

 


